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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与历史》

内容概要

本书为“阅读中国系列之喜玛拉雅学术文库”之一，通过对中国近代史上两位独具特点的学者——陈
寅恪、傅斯年的分析论述，进而透视近代中国史学的变迁以及史家在社会当中地位之转变，同时进一
步分析史家与建立民族认同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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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导论自东欧剧变以来，在中国学研究中，学者们对中国现代史的评价产生了明显的转变。这种
转变发端于中国开始进行改革的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此之前的几十年中，所谓“挑战与回应”模式
一直在研究中占据着领导性地位。此模式的出发点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降因受西方的影响，其传统
价值观和社会结构开始逐渐解体。就与传统决裂这一假设而言，中国学研究的看法与一般现代化研究
的看法是相当一致的。长期以来David Apter等理论家始终认为，现代化过程的特征是个别传统的逐渐
没落，以及一种具有普遍性、以西方为导向的现代社会之形成与发展。上述看法在20世纪70年代受到
另类更强调传统文化影响的观点的质疑。由于印度、中国和日本有着较为悠久和完整的文字记载的历
史传统，而且它们在面对来自西方的挑战时所做出的反应也不尽相同。因此，这类观点如Samuel
Eisenstadt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对印度、中国和日本着墨甚多。这种观点上的转变引发了对一些理论构
想的讨论。按照这些理论构想，传统主义不再被视为一种受传统束缚、抵制任何变革的思想态度，而
被看作一种有意识将传统因素融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努力，努力的目的是要在通往未来的现代社会道路
上，协助民族和文化认同之确立以及社会的团结。Eric Hobsbawm在其有关传统主义的研究中认为，在
过去二百年的社会变革中创新传统的成分多于承袭传统的成分。而人们在求索一个“适合的历史过去
”之过程中塑造了“虚构的传统”。在应对新的挑战时，这种“虚构的传统”不但能使具有普遍约束
力的行为规范正当化，同时也重新确立了历史的延续性。本人在此要指出一点，即这种观点低估了流
传下来的象征与价值观念系统的作用。同时，此观点还以一种不受过去影响、只按照眼前利益来构造
传统的可能性为出发点，而这并不符合事实。相比之下，Dietmar Rothermund具有多元性的观点对研
究工作来说更有助益。他认为“对传统的解释是有意识和有选择的”也就是说，传统主义者把过去传
下来的那些不甚有助于确立认同和维持社会团结的因素剔除掉，把有助于上述目标的因素挑选出来，
然后干脆地将之称为他们所谓的单一传统。在这个重新解释的过程中，原先活的、异质的、多样的传
统被缩减成几个有限的方面，传统也就因此而被一致化了。由于个人亲身体验到的传统具有多元性和
不同的利害关系层面，因此自会形成互相抗争谁能对过去提出具有约束力的解释和预测将来的传统主
义。在这里，传统主义被理解为一种仅部允以西方典范为导向的现代化概念。为使设想中的转变取得
正当性和看起来富有意义，同时在转型期能促成认同和社会团结，故这种现代化概念一部分源自本土
文化。传统主义在采纳西方思想的同时又援引自身的历史典范，结果使得在强调本身文化和赞成源起
西方的价值之间所产生的潜在紧张变成了它的特征。这些传统主义者是明显反对西方的，至少反对其
所表现出来的帝国主义形式。根据Chatteriee的观点，正因为这种内生外成因素之混合，以及这种现代
化概念的形成和正当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撷取了自身内成的传统价值观，并和帝国主义的西方划清界
限，所以我们不能不假思索地就将这种传统主义式的民族主义与欧洲的民族主义相提并论。近年来，
尤其是在受后现代和后殖民主义思潮影响下的美国中国学界，不仅西方现代化的“主叙”及其相关概
念如“传统”、“现代”受到质疑，而且一些用来标志文化和历史实体的概念如“东方”、“西方”
、“民族”等也被解构。虽然上述这些研究观点对那些流传下来的、往往过于简单的概念提出的质疑
很有道理，而目．它们还指出了到目前为止概括在那些概念中的异质性和矛盾性。但是，依我看，他
们在解构这些概念时做得太过分了。因为第一，为了要从概念上掌握研究对象，所以概括是必要的。
而且，只要不把概括本质化和当成是观察到的事实看待，那么概括对研究而言就不会有害。第二，特
别是对思想史研究而言，事实上不论在西方或在中国，都使用这些概念来做文化上和政治上的分类及
评价。我们不可以因为从现在的立场怀疑与解构一些概念就不肯承认研究的对象自己本身应用了那些
概念。如果采取这种研究的态度和方法，就可能导致无法贴切地正视研究对象的危险。上述这种理论
上的发展趋势，也反映在中国学研究中。长期以来，研究有关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的历史著作
都以上述的“挑战与回应”模式为其主要特征。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李文森（Joseph Livenson）的历史与
价值模式。李文森把感情上对自己的、个别的历史的推崇与理智上对普遍价值观念的推崇对立起来，
并以此为其出发点。在理想上，如果能把个别的历史看作是普遍价值的表现，这两者之间就不会有矛
盾存在。按照李文森的看法，在中国与西方发生冲突之后，历史与价值观之间形成了对立，因为在承
袭传统价值的阶层，即士绅阶层和多数来自这一阶层的士大夫眼里，传统价值越来越不能保证中国的
生存和维系他们的社会地位。在西方影响日增的情况下，中国的学者开始赞同那些普遍适用的原理。
然而，由于他们不能或只能有限地将这些原理根植到中国本身的历史中，故而很难使其正当化。因此
，中国的传统知识精英就须面临一个问题的挑战，即如何能在不失去自身认同的情况下推进中国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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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按照李文森的观点，那些支持至少要部分地保存传统文化的人态度跟以往不同了，他们之所以
拥护自身的传统，再也不是出于理智上的信服，而是基于情感上对自身特殊文化的推崇。他们这样一
来的最终结果，反而是加快了传统的转型。由于他们传递下来的传统，只是一种非理性的、不真实的
传统主义形式，故反而因此促进了对传统的疏离。在我看来，李文森的解说模式受到批评是应该的。
此模式以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推崇乃出于感情而非出于理智之观点为特征，这无法正确评价现
代中国思想史的复杂现象。因为在这种解释下，凡对过去所作的认真思考都必然会遭到否定，那些基
于理智的信服而想将传统价值有助益地融人现代化过程的尝试，也会被忽视。李文森这样着手研究问
题的方式相当片面。因为他只把保护传统文化的尝试理解为思想史现象，而没有．充分地考虑到思想
和政治的连带关系。此外，他对历史情境下的外来压力、研制对抗西方威胁的具体方案之必要性与士
大夫的传统领导角色内涵也注意得不解。费侠莉（Charlotte Furth）的看法与上述相反。她在其著作中
指出，中国对西方的反应是不同的。费侠莉一方面考虑到知识分子深切思考关注的事及其政治意涵；
另一方面则把文化上的连续性与间断性看作是接受西方思想的复杂过程及其与中国固有文化观之间互
动的结果。在再解释传统的过程中，人们尝试重新确定文化和（或者）民族的认同。其中，待建立的
认同形式可以区分为两种：透过人我共同之处建立的认同（普遍性认同），或透过人我不同之处建立
的认同（特殊性认同）。这样建立的认同，不管其表现形式如何不同，都关系到单独的个人、团体以
及整个社会。普遍认同建立在普遍价值的基础上，它虽不受时代的限制，但由于世界的变迁和自然时
间的推移，却始终要面对失去其所依据的熟悉性和连续性之危险。相反地，特殊认同的形成靠上述的
变迁，靠每一段绝无仅有的历史。每一段特殊的历史，就是那些决定其特点和与众不同之处的事件的
集合。现状只能部分地看作是事物较有目的、较有意义的演变的结果。这也就是说，现状只能部分地
从合理的行为中推导出来。只有借助过去，才能理解和明白现状。换句话说：一个人之所以如此，并
不是他执意要如此。认同不是行为的结果，而是历史的结果，也就是主体在无法控制、与其理性有偶
然关系之情况下所作的自我保存和发展。如果史学想在过去、现在和未来尽到提供方向的职责，它于
再解释过去的过程中就必须注意到认同的两个方面。历史从来不会客观地自我呈现，而必须由其主体
来不断地重新讲述。我们需要一定的普遍理念和价值观，亦即一种判断事情是否有意义的标准，否则
无法以叙述方式建构历史以及把自然时问——即对我们设想中有序的历史进程产生的偶然性干扰——
转换成“人问时问”。在此，我们需要将认同的不同层面联结在一起，因为我们不仅要保持普遍之处
，而且也要保持特殊之处，同时还要保持两者的和谐：[⋯⋯]“认同”称这种现在看起来好象已经完
全失去方向的[⋯⋯]由“我就是我”马上转换到“我们就是我们”。因为不管用什么方式人们为尝试
让人有“附属的”感觉和有“独特的”感觉：不管用什么方式，[⋯⋯]必须把普遍认同与特殊认同结
合起来。不过，这种联系并不是任意的。因为就意义规范标准和以叙述方式建构可能发生的历史而言
，不论是已经流传下来的历史或者是确实曾经发生过的实际过去，都限制了可能的选择。“历史”一
词一直是多义的：从集体记忆的意义上看，它是流传下来的历史。历史可以是单独而无意义的过去，
也可以是主体为建构自我的认同而在讲述时赋予意义的诸多可能的历史中的一个：每个人[⋯⋯]会为
自己创造一种历史，然后把它当作是他的一生，并往往为此付出相当重大的牺牲。（每个人）或者发
明一系列的历史，并加上具体的时间和地点，以至于人不会怀疑其真实性。历史除了这种“历史”的
多层性及其对认同概念的重要性外，存中国，它对经由与西方接触而引起之世界观新方向而言更具有
特别的意义。处于19世纪变革中的中国导致了人们重新评价过去，这当然也反映在史学中。再者，接
纳吸取如民主、社会达尔文主义等西方政治和历史哲学观念，也影响到了历史思想和史学。关于这一
点，我们可用康有为、梁启超和严复等人为例说明。使史学在19、20世纪交替的转型期间占有无与伦
比的地位的，并不只是有关建立认同之构想在内容上的变化，更确切地说是史学在中国固有体系中的
重要性，或者就像Chevrier所说的，是鉴史在传统中国的莺要性。正因为鉴史的重要性，要更好地理
解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及其特征，就有必要对史学题目和材料，特别是要对史学的主导观点和其表述方
法、理论与形式进行详细的研究。史学在体系中的重要性是Chevrier从其假设的历史、政治和价值这
一个力量三角中推导出来的。因为有关价值和政治的话语主要都出现在鉴史方面，故史学在这个交织
的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若非决定性的话，至少也是重要的。在此，Chevrier把历史的论述区分为史
学方面和史论方面。前者的主要工作是查明史料，后者的工作是对其作出解释。欧洲史学在这方面与
中国史学的根本不同在于，现代欧洲史学在依据史料进行解释的过程中乃藉由普遍意义来建构一个特
殊历史的史实，而这个普遍意义并不是先天的、不可讨论的。这在中国则恰恰相反：过去的史料正可
证实普遍意义就像道的宇宙道德秩序。史学的任务是指出这个秩序在历史上正确的显现形式，并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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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其在被视为背离三代理想秩序之现今的实现。这样说来，传统史学不只是简单的记录过去发生过
的事，或者是从后来的某种世界观角度对其所作的解释。史学正是记录永恒价值之地，史学透过鉴史
来阐明永恒的价值，并藉此为当今提供行为指南或告诫：中国史学家的目的不是要在脑海里重建过去
，而是要对于在行为上复兴那种和谐的秩序作出贡献。也正因为如此。他继续扮演着古代的、宗教与
政治的预卜者的角色。中国的史学根据历史，以实例来阐述“道”。它不仅是“官僚机构实务指南”
的知识集成，它还是处理世界观争论和政治正当化问题时的一种重要或者甚至于可说是最重要的手段
。它也就是“道统”，即贯彻在史学中的对三代的典范之集体回忆。这个回忆应能有助于这一典范在
现今与将来的实现，并透过此回忆来建立承当鉴史使命者——士大夫阶层，特别是史官——的文化和
社会地位基础。作为三代的文字沉积物之经书，特别是《春秋》及《公羊传》、《毂梁传》和《左传
》三传对中国史学有着范型性的意义。它们记录了古代历史，因而是传递和举例说明理想秩序的媒介
。上述透过固定的文字记载方式而将过去和宇宙论思想连结在一起的著作，在分类时既被称作经书，
也被称为史书。这样的联结方式也反映在先秦时代所谓的“史”中。“史”一方面要执行写史的职务
（记录人、文献保管人），一方面要满足论史的功能（文化官，占卜师）。根据（：heyrier的说法，
写史的原则是据实记述（述而不作），论史的原则是褒贬。这种充满张力的写史和论史双重性与二者
因争执孰重孰轻而产生的冲突，早在古文经与今文经的争论中新表现出来了，并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
重大影响。与此有关的最著名例子是汉学和宋学的对立。宋学强调用思辨的、哲学的方法来阐发道统
，并将经书视为记载“道”的圣典和泉源。汉学则强调批评的语言学方法，愈来愈将正统经书历史化
和在历史中求“道”。不过，这两个学派有一共同处，即他们均把有关“道”的讨论与有关阐明这一
宇宙秩序的历史讨论十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采用批评的语言学方法之汉学鼎盛时期是在清代，不过
这一学派的渊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唐代刘知几的《史通》、宋代欧阳修的《集古录》和司马光的《资治
通鉴考异》。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说这一学派不为政治利益和哲学的讨论服务，而是一个独立的科
学的史学之开端，一直是学术界长期以来争论的问题。Beniamin Elrilan把考证学派的形成看作是史学
从经籍研究中解放出来的一个标志。他认为考证学派不受政治和道德动机的苑囿，是一种论述革命和
在现代意义上朝向世俗化科学研究所迈出的第一步。Michael Quirin对此则抱持着不同观点，他以崔述
为例指出，看似非政治的考证学派追求的却是相当政治的和道德的目标。本书虽然无法清楚回答此一
问题，但是，Weigelin-Schwiedrzik在其著作中已经论证，写史和论史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仍然是20世
纪中国史学的一个特征。Weigelin-Schwledrzik以在中国境内关于史论之间关系的争论及争论中提出的
三个口号，即，“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和“以论带史”为例，对历史记录和对历史的讨论两者
之间的关系以及对不同立场的政治与哲学内涵作了分析。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学作了如下的结论
：争论中的这三种不同论点没有一个想要把“论”与“史”分开，反而都有赞成历史和哲学结合在一
起的政治理由：一方面是中国需要一个对所有人来说都有约束力的哲学，而这一哲学只有跟历史联系
起来才能为人所接受；另一方面则是为了要捍卫自己的特权，即得以在统治者身边为其权力之贯彻建
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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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真理与历史:傅斯年陈寅恪的史学思想与民族认同》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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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为下学期读书会准备
2、导论很出色，四五两章最重要，可以看做西方史学理论与中国的对话，作者做比较研究的功夫非
常精湛。不过这种来自预设一个纯粹的两套观念的比较的解释方式，近乎俯瞰的大视角，一定很多人
不喜欢，不会做。
3、因为我妈是历史教师的缘故吧 我很喜欢这种研究历史大师的书籍
4、思想书。研究的挺细的。
5、头大
6、读到最后，才恍然明白这个Wahrheit und Geschichte和伽达默尔Wahrheit und Methode之间隐秘联系
，或者说自黑格尔后缠绕在德意志两百年学术史上不散的“历史”问题。施耐德对中国的兴趣所在，
毋宁说是中国传统历史中一直通过书写统一起来的原理与历史在近代受到西方冲击后，如何重新建立
起一“原理”之问题，让人想起了钱宾四那个无法回答的问题“二十五史如何写？”在这个立场上，
傅斯年的实证主义一方面是借实证主义的方法预设科学立场达到一种普遍性，一方面则又和他本人的
民族关切撕裂开来，这其中对我而言尤为有趣的一点是二三十年代对历史主义的误解和误用。陈氏则
以民族精神为落脚，建立起施耐德所说开放的真理与历史关系。书中对章炳麟梁启超胡适顾颉刚郭沫
若陶圣希钱穆一整个发展拎的简要好懂。
7、在中大旁边的书店读过，读之前2天刚蹭了桑兵讲的同一个主题的东东，结论：从人类学的角度看
很无趣，如果没有达到沈松侨的高度！
8、习惯不了西方这种阐释方式，真纠结。
9、拖得太久，附录两篇囫囵吞枣，最后讨论李文森的后记有深意，待重读；作者预告的保守派史家
（柳诒徵、吴宓、张荫麟、汤用彤、缪凤林）研究出版了吗？1437
10、对了解当时的学术环境有帮助
11、很高端的著作，真的，不是科普著作，绝对是学术著作，德国佬写的，要费些脑子
12、印刷 送货还行，还没看，内容也因人而异
13、关于普遍性与特殊性这种富于长期生命力的问题使得对于这两个学者的讨论有了新的意义。
14、做五四特刊，XYM学长推荐的好书
15、最后有几十页的参考书目，很长很长。这是关于史学方法论、历史与政治以及中国文化传承的讨
论。中国近代的文史真是哪儿哪儿都有梁启超，当然还有王国维、钱穆等。以陈寅恪和傅斯年做比较
，讨论中很多类似普遍主义、实证主义、唯科学主义、各种存在、方法论等哲学字眼，真心不懂，德
国人是有多喜欢哲学啊。这本书很好的做了资料的整理，在脚注以及参考书目里，可以挖掘很多。待
看完第二遍，再来认真做笔记。
16、为听讲座做准备，重读了。由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视角、在中西史学比较的大背景上重新讨论陈寅
恪、傅斯年。
17、没什么意思。所谓的模型，套不上滴。书已送人。
18、我又一次發現瞭解西方哲學的重要性了。。。
19、从普遍主义和特殊性这个角度分析近代史学变迁很有意思。近代中国的史学与文化建构，最后其
实都是民族的，新康德也好，兰克也好，古文经学也好，其实都是寻找中国历史进入世界历史的工具
。矛盾就在于，这种特殊性的终极目标和普遍的价值之间还是存在着隔阂。我倒认为这种隔阂是无法
与西方比较而得来
20、翻译略坑
21、翻译莫名其妙。
22、很有必要重读的书。放段时间再review
23、翻译的质量很一般。。。。
24、史学研究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形成了所谓的幽暗和分裂的自我。
25、艰深难懂，不适合业余读者
26、非常有理论功底。这是一本需要我反复研读的书。
27、中国的兰克
28、外文读物关键在翻译，但是最好看原文，看不了原文的就只能看翻译的，但要看是谁翻译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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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翻译太烂，不是中文，像是用外文句法在套中文，最好别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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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真理与历史》的笔记-第95页

        一个关于翻译的猜想：
就这点而言，《隋书》不仅在方法上而且也在内容上给了顾颉刚很大的启发。《隋书》以及康有为让
他赞赏和为他所接受的在于怀疑流传下来的历史结构但也不排除对经典著作进行批评性的研究。
开始有点奇怪，（虽然没看过）似乎未见过对《隋书》有类似的评价，同时将《隋书》与康有为并立
也有点费解。后来默默念了一下，这里的“隋书”会不会其实是“崔述”啊⋯⋯⋯⋯⋯

大胆假设而已，求教于各位友邻！

2、《真理与历史》的笔记-第259页

        虽然“写在中间”现在被认为是很高明的写法，但是，高明往往要很用心，在经意不经意之间吐
露出来的东西，还是在结尾，尤其是写来读来都很痛苦的现代学术作品。
施耐德最后带的一笔列文森，似乎呈现出他疑问的起点。猜测他真正关心的问题是普遍主义与相对主
义之间的冲突，他想知道论证自己的信念——“承认必须有普遍价值”——的途径到底在哪里。虽然
历史主义不必定导向相对主义，因为很多持历史主义观点的人对相对主义深恶痛绝，也提出了很多方
案来解决这个基本问题，但是，历史主义仍是相对主义最重要的支柱之一，而且，即便是那些厌恶相
对主义历史主义者，也有好些误读把他们归置进他们厌恶的路径里面去。再加上很难想象有哪位现代
历史学家不从根底上持历史主义观点，也就是说，他们站在一个摇晃的木桩上，非常可能偏向相对主
义，或者，如果他们仍持普遍主义观点的话，就需要非常好的定力。如果他们正好处在剧变的时代，
这种摇摆不定的性格就会达到一个极值；如果他们正好处在一个只能发展一种“特殊化的普遍主义”
或者，越过某种观念的普遍性，提出观念制作上的普遍性，的时代，这种极限化的境遇就会成为那些
对此问题昼思夜想的人们一个极好的观察场地。对施耐德来说，这个场所就是民国时期的史学家。
在施耐德笔下，陈寅恪的历史观念是，历史中的真理，历史中的普遍价值，如果人们具备了和他一样
对历史的把握就应该承认的道理是，“民族精神”，一种不定形存在，某个特定时代的人可以通过客
观地研究历史而主观地与之互动使它不断地延续下去，这不属应然，而是一直在发生的事情。每个民
族都有它独特的历史与互动方式，所以它既是特殊的也是普遍的。这种互动方式，人之创造历史与延
续历史的方式，在陈看来，其最核心者便是“运思”（我杜撰的，只是大意），在希腊则为柏拉图的
理念，在中国则为三纲五常，不用说，这和章太炎的看法蛮相近的。普遍价值存在的历史真理观。
傅斯年历史中的真理是特定时点发生的真实事情，因此他将思想史与地理联系起来，研究到底是哪种
实在的因素导致了传给后人的“思想”。“史学即史料学”，这种历史真理观把傅斯年和实证主义更
牢地绑在一起。傅后期的变化，导源于他对历史的教育功能的认识，实际上，这种认识很容易推到真
俗两橛上去，只是晚年为教育事业和政治牵扯精力太多，傅没什么机会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提出完
整通贯的看法。普遍价值有用的历史真理观。
即便是陈寅恪所秉持的观点，也和传统观念相去甚远了，毋宁说可能比傅还要远些。无论陈傅，都不
保守。那么，保守的学衡派史家又是如何面对难题，这个难题对他们的意义是什么，他们怎样去处理
，顺着这条路径往下走，就是施耐德预告的接下来的研究了。虽然他那时认为这是一片学术处女地，
但显然，他的选择不只出于学术生产上的稀缺原则，也有个人的问题意识。尽管现在相关研究已经很
多了，但和断裂之后的趣味与功利相比，这种高度理论化的论述还是值得期待，因为这本身也是“普
遍”的一个举证吧，希望他不是已经放弃了。

3、《真理与历史》的笔记-第300页

        这本书是从认识论与方法论的角度来分析陈寅恪和傅斯年，探讨他们的治史方法是否能在历史研
究中找到“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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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真理与历史》的笔记-第169页

        中国学术界的兰克观是通过翻译朗格诺瓦（langlois)和瑟诺博斯（Seignobos）的《史学原论》一书
而形成的，而《史学原论》的作者又受到朋汉姆（Ernst Bernheim）的《史学方法教科书》的影响。有
关第一种可能，Georg Lggers在研究中证明，美国吸收兰克主要是考虑到其史料学和课程讲授方法，兰
克在“就像事情本来的样子”此一指导原则下成了一种非哲学的历史科学象征。第二种情况是朋汉姆
、朗格诺瓦和瑟诺博斯代表史学在19世纪末的一种发展，那时的史学虽然仍援引历史主义，但是在史
学日益科学化的环境下，历史主义愈来愈被降低为史料批评了。这段话前接作者的一个重要结论，那
就是将傅斯年史学比作兰克史学其实是一种误读。
读到这里之前，我其实有一点迷失在作者对傅斯年史学的分析的话语里了。因为作者是在用历史主义
理论的一般和特殊的关系作为理论预设，然后以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加以对比，而结果并非若合符节而
是参差不齐。
可是，参差不齐与若合符节之间的距离其实才是比较研究在寻找的东西，因为在二者之间，存在着观
念的发展变动和传播，引文中的Georg Lggers也就是针对了这个。

5、《真理与历史》的笔记-第50页

        无论在抗日战争还是在内战时期，傅斯年的政治行为在许多方面仍保持前有的立场。一方面，他
以反对贪官污吏为己任，采取的方式是诤谏。另一方面，继续他对传统中医的战争。

6、《真理与历史》的笔记-第45页

        王汎森認為傅斯年的領導作風很專制...以至於直到他去世二十多年以後，在史語所內才有方法多元
論的可能。傅斯年簡直是一個「學霸」，他還利用自己的影響力來對付觀點不同的學者。

7、《真理与历史》的笔记-第50页

        1938年7月，傅斯年以委员身份接下了国民参政会中的一个职务。由于他身负多重任务，加上他还
准备《性命古训辨证》一书的出版事宜，1941年3月，他不得不因严重高血压而前往重庆住院治疗五个
月。他从重庆给友人写了多封书信，信中他反省自己到目前为止深受科学影响的世界观，并开始转向
新儒学。受到疾病的警告，傅斯年决定少参予政治和多花时间做研究。但是由于他的“民族主义者”
性格，他并未真正做到上项决定。他在这时期给胡适的一封信中，谈到了一个以“我的哲学”为大标
题的有关历史哲学的写作计划，但是他并未执行。

8、《真理与历史》的笔记-第1页

        法国人说德国人要用整整一章讨论理论立场和方法，果然⋯⋯第9页，将用语言学方法研究历史追
溯到刘知几《史通》，有点怀疑，首先《史通》没怎么用这种方法，其次，应当推到《颜氏家训·书
证》吧。
75页，第三章，新史学的形成，引章太炎说国粹，“释迦氏论民族独立，以国粹为主，国粹以历史为
主”，于考源国粹似为肯綮。接下来马上就谈到日本志贺重昂最先在政治上引入国粹一词。考论国粹
的概念史的把柄。
77页，施耐德整合了不少二手研究，看上去显得一手资料用得少了。比如王汎森、汪荣祖、余英时、
艾尔曼等。这一页讨论章太炎的基本观点，用了很简单的哲学语句，就把王汎森依赖原始资料下的判
断涵盖了，而且更清楚，两端不可偏废。
对民族主义史学的形成的讨论真精彩。
第三章第二节依次讨论前期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整理国故运动-胡适、疑古运动-顾颉刚、后期
梁启超、学衡派-吴宓柳诒徵、社会史-郭沫若陶希圣、文化史-钱穆。以民族主义和文化复兴为主线，
用高度理论化的语言重述二十世纪前期中国史学史。除了战国策派和吕思勉，重要史家都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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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衡派里的柳诒徵和张荫麟还没有得到全面研究。“
133页脚注3，翻译中的移位：解释、批判和考证。

9、《真理与历史》的笔记-第136页

        因此，他们虽然不反对人类的普遍范畴，但是他们并不是在一般的规则中，而是在各个特殊的历
史中去寻找这种普遍性。他们把特殊的历史理解为其精神的驱动力，即理念不断重新具体化的过程。
藉由说明这些理念以及理念在历史上的显示与发展过程，历史主义指派给历史的任务是，把现今描写
成和过去一样都同受到这些理念的影响，并由是促成延续性、意义以及指引未来的方向。
作者提了一下陈寅恪的史学理论观点和历史主义很像，而展开论述历史主义内涵的时候，将分析要点
放在历史主义区别于普遍性的以人类理性或者文化规律为目的的史学，进而历史主义又不愿落入相对
主义，历史性就建立在拒绝普遍而又不拘于特殊的认同之中。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这是一本将史学思想作为研究对象的书，而要研究思想，学者自己首先需要有一个主观的理论预设，
就是确立自己评价的立足点，在这一意义上，研究思想的人自己必须先要有思想。读到这里为止，觉
得本书的论述有一点飘忽，因为没有真的理解作者是用什么理论预设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对历史主义
的分析似乎是帮助我走出阅读误区的钥匙，普遍和特殊就是作者分析史学思想的两个端点。
理解概念是一回事，分析方法又是比概念理解更加高一层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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